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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

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

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

“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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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是承袭宋明理学程

朱、陆王的心性本体论而来的，尤其对熊十力、牟宗

三一系的新儒家而言，心性之学才是中国思想的“神

髓”和“核心”，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中，牟宗三等人即宣示此心性之学 “是中国古时所谓

义理之本原所在者”，“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

是中国思想史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真正理由所  
在”[1](17)。牟宗三一方面坚守心性之学的传统规范，

同时又结合时代问题，改进方法论，以现代的诠释方

式推进了它的发展，创造出了心性论的历史新形态。

本文通过考察牟宗三心性论的层次结构，借以说明其

如何将“照着说”和“接着说”相融会而为其新儒学

作学理谋划的。 
 

一、“照着说”心性：直觉证立 
“既存有又活动”的绝对本体 

 
作为以心性为中心的宇宙本体论的奠基人熊十 

力①[2](117)的得意门生，牟宗三重视对熊氏形上学进路

的继承。儒家传统，尤其是陆王心学，实际上构成了

熊、牟哲学共同的内在精神和最终归宿。他以良知为

核心，在强调良知(心性)是一“呈现”，具有“既存有

又活动”的特点，心性本体与宇宙本原相即不二，本

体的领悟需要反身自证等方面，牟宗三与熊十力可谓

一脉相承。 
1. 牟宗三继承了宋明儒学和熊十力以心性为本

体的基本看法，将心性本体界说为“既存有又活动”，

即道德即超越的最高实体 
牟宗三认为，宋明儒学所讲者乃“性理之学”，也

就是“心性之学”。在此心性之学中，“心”非形而下

的血肉之心、思辨之心，“性”也非所谓“食色性也”

之性，而是道德的本心与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之先天

根据，是一切价值的根源，心性不单单是道德的先天

根据，同时也是存在的先验根据，是“一切存在之源”，

即在存在论上也是一切创造生机的内在根据，是究竟

义，是最高义，故曰“心体”与“性体”。 他说此心

性本体： 
虽特限显于人类，而却不为人类所限，不只限于

人类而为一类概念，它虽特显于成吾人之道德行为，

而却不为道德界所限，只封于道德界而无涉于存在界，

而以其绝对无限的普遍性同时妙润一切而为一切存在

之源[4](190−191)。 

在他看来，滞心性本体于道德界而不准开存在界，

或以先谈道体性体及其所成立之存在界为“空悬绝断”

者，皆未得儒家的真精神，他指出： 
内圣之学，成德之教中心之心体、性体、道体，

皆必涵盖天地万物而为言，三者是一(虽言之分际有异)

历来无异词，而道德界与存在界之必通而为一亦历来

无异词。滞于道德界而不准开存在界，未得陆王之实；

视先谈道体性体以成存在界者为歧出，以为空悬绝断

之道体性体，亦未得儒者成德之教之实[5](1)。 
牟宗三分析说，宋明儒体悟的心体、性体、道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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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体，一方面皆能静态地为本体论的“实有”；另一方

面动态地为宇宙论的生化之理，同时亦为道德创造的

实体和本源，心性本体究其本义应该是即体即用，既

存有又活动的。心性本体若只满足于普遍性与超越性

的存有论的规定，这便是“空悬隔断”，是西方观念论

哲学意义上的不动而死滞的抽象本体，牟宗三认为，

活动的成分在于心，只有心才能活动。没有心而只有

理，是不能活动的。本心即性即理，它既是主观的，

亦是客观的，复是绝对的。不如是讲超越的道德本心，

也就脱离了中国哲学讲述心性的真实路数，这无疑反

映了他试图在心性论的基础上调和“心即理”和“性

即理”的矛盾的立意。 
在判释宋明理学内在系统时，牟宗三就以“既存

有又活动”和“只存有不活动”为衡断的标准而为其

分类，他认为符合了前者的周敦颐、张载、程颢、胡

宏、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代表儒学的正宗，而被

认为是主张后者的程颐、朱熹一系为儒学“歧出”的

旁枝，是“别子为宗”，牟宗三以此建立了他所理解

的独特的儒家道统谱系。 
2. 牟宗三坚持孟子以来的性善说，将心性本体形

而上的“创造性本身”视为理解人性的真所在 
在分疏人性的结构，说明人性的实义以及如何发

展人性等论题上，牟宗三与自孟子以降的区分人性为

“仁义礼智”与“味色声臭”两层次(并将后者驱逐出

人性领域)的传统思路相同，他也认为，“性有两层面：

一是实然之性……一是自道德创造之真几说人之  
性”[6](131)，而实然与应然二性又不可并列齐观： 

“生之谓性”所呈之性本就是实然之性，而不是

道德创造之应然之性……但孟子心目中所想之性却正

是道德创造性之性……孟子是就人之内在道德性、道

德创造之真几说人之性[6](131)。 

牟宗三认为，正宗儒家言人性是从人性的积极面

即“自理或德而言性”，而所谓“气性、才性、气质之

性”即实然之本性是人性之消极面，对此当以孟子“君

子不谓性也”的态度来审视之。 
牟宗三结合儒家“心－性－天”的结构对人性所

了本体论的解读中，他认为，儒家对于“性”的规定

大体可以分为《中庸》、《易传》所代表的“天命之谓

性”的“宇宙论的进路”和孟子所代表的“仁义内在”、

即心说性的“道德的进路”。[7](54)所谓天命，并不是人

格神的天作宗教式的命令，而是“天命流行”之命，

也就是“天以其创造之真几流到你那里便是命到你那

里，命到你那里便就是你之性，此是宇宙论式的命  
法”[7](55)。每一个体虽然不同，但一切个体的“性”

来自天的创造真几，这是同一的，因此它具普遍性

(University)[7](56)。他说： 
孔孟之性是从了解仁那个意思而说，所谓“性与

天道”之性，即从仁之为“创造性本身”来了解其本

义。人即以此“创造性本身”为他的性。这是人之最

独特处。……“尽性”即充分实现此创造性之意。这

创造性本身落在人处，为人之性。若从宇宙大化流行

那里看，就是天道。性是主观地讲，天道是客观地讲，

此由仁那个观念而确定。此两面皆为仁所涵，贯通起

来是一个观念。但创造性本身，就是生命的真几。我

们讲恢复性，即恢复创造性本身。……此两点，即为

孔孟立教之中心[7](99)。 
从中可看出，牟宗三的心性论沿袭传统的“天命

之谓性”的路数，即天道的“创造真几”通过“天命

流行”的方式体现于现实的个体上，因此就在前提上

先验地断定了人性之为善的特点。同时，心性的“逆

觉体证”，通过“仁”这个观念又可以呈现天道，使“天

命之性”从人的道德性中得到印证和贞定。如果说性

善论在孟子那里还有较多的伦理色彩，更强调“怵惕

恻隐之心”和“不忍人之心”，牟宗三的人性论则更多

地展示出现代新儒家所具有的宇宙论、存在论的意义，

这自然就更强化或凸显了性善论的超越的根据，这就

使得人性论具有了不容置疑的宇宙大法的至善性和普

遍性的强力保障，而心性通天所具有的“内在超越”

的特点，也使得人之为善向善具有现实的普遍可能性。 
3. 宋明心学以直觉主义肯定本心仁体之真实性

的“工夫论”与方法论在牟宗三那里也得到“保守” 
在如何把握内在而超越的心性本体这一最高存的

问题上，中国传统儒学提倡直觉为主、理智为辅的方

法论，提倡“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穷神知化”。对

此，牟宗三是赞同且坚持的。与熊十力相同②，牟宗三

反对冯友兰从纯思的抽象逻辑的“理”本体论出发认

为的“良知是个假设”的观点，对于“心性之无限量”，

他主张不可悬空去拟议，只可通过以心性为起点自觉

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通过“智的直觉”③使之

自然“呈现”而为人们所了知。 
牟宗三的心性之学根本上是乐观的，与康德否认

人具有“智的直觉”，不能达到物自体的观点不同，牟

宗三反复引用儒释道三教材料，试图说明人在理论理

性有限的同时具有实践理性的无限性，实践理性或者

说道德理性的“觉照”也就是“智的直觉”，它可以洞

彻本体。因为“本心仁体既绝对而无限，则由本心之

明觉所发的直觉自必是智的直觉”[4](193)。牟氏把是否

承认有智的直觉看做是“中西哲学最大的差异”，认为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人有智的直觉”已经获得“实践

的证立”。因为在儒家心性之学中，成就个人道德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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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心仁体总是“连带着其宇宙生化而为一的”。他认

为，本心仁体或曰良知的遍润活动的作用也能创生存

在界。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王阳明所谓良知“生

天生地”、“成鬼成帝”都内蕴了道德本性与宇宙本体

至当归一的道理。依儒家的传统，显然只能由此肯定

本心仁体的真实性。 

因而，按照中国哲学的智慧精神，人必然是人而

神地具有“智的直觉”的，本心仁体既是道德行为的

动源，更是创生万物的、直觉之即创生之的能力“绝

对无限者”[4](98−99)，人们必可以“智的直觉”而洞彻

价值之源和存在之源，从而印证“心、性、天”不异

的特质，他说： 
而由此印证，即见此心此性，同时即通于天。于

是人能尽心知性则知天，人之存心养性亦即所以事

天。……共认此道德实践之行，与觉悟之知，二者系

相依互进，共认一切外在世界之道德实践行为，唯依

于吾人之欲自尽此内在之心性，即出于吾人心性，或

出于吾人心性自身之所不容自已的要求；共认人能尽

此内在心性，即所以达天德，天理，天心而与天地合

德，或与天地参[1](20−21) 。 
显然，这种高于逻辑理智的“智的直觉”印证的

“心、性、天”合一的良知本体或本心的观念，自然

是非生理、非心理、非逻辑而为经验知识所无法证实

之物，因而也不具有科学真理(而只能是信仰真理)的
意义，但它却是传统儒家与现代新儒家包括牟宗三整

个哲学体系得以确立的根本方法。 
4. 牟宗三继承了宋明儒学心性论“体用不二”基

础上“内圣开外王”的基本视野 
牟宗三视野下的心性论不是所谓孤立的“内圣之

学”，而是谋求“内圣”与“外王”一致的伦理政治哲

学。可以说，力图以心性论为政治哲学的学理前提，

以心性论为中心安排人生和政治的合理性秩序，这一

点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色彩，同样也是现代新儒家

学说的基本风貌。牟宗三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

士宣言》中就指出，所谓外在化看的人的社会政治活

动，都蕴涵一实现人之内在心性的概念： 
人生之一切行道而成物之事，皆为成德成己之事。

凡从外面看来，只是顺从社会之礼法，或上遵天命，

或为天下后世，立德、立功、立言者，从此内在之觉

悟中看，皆不外尽自己心性之无限量[1](20)。 
心或心性指向现实的“家国天下”政治实践的这

种外在化和客观化特点，根源于它的内在动力。牟宗

三认为，本心不是单纯抽象的存在，而是既存有又活

动，因而必然要在道德实践中体现。此“道德实践”

是一广义的概念，包含道德、政治等人的社会活动和

规范，这个活动和规范源于道德。何谓道德? 牟宗三

解释说，“道德即依无条件的定然命令而行之谓。发此

无条件的定然命令者，康德名曰自由意志，自发自律

的意志，而在中国的儒者则名曰本心、仁体、或良知，

而此即吾人之性体。”[1](190)因此，道德、国家政治实

践皆心性本体所要求所规定者： 
仁且智的“道德的精神主体”亦不能永远是个人

的，道德的。若只如此，则破裂所显之精神主体即不

能通出去。不能通出去，精神即停滞于孤明而为非精

神，而为不明。所以它必须要披露于个人以外之社会

及天地万物而充实自己，彰显自己[8](117−118)。 
换句话说，国家政治和法律同样是作为“本心”

的绝对精神的彰显和客观化。此本心又是所谓“普遍

的精神实体”。这里就表现出了牟宗三坚持中国传统儒

学“不舍世间”、积极入世，在社会政治践履德行的固

有品质。 
 

二、“接着说”心性：良知坎陷造成 
心性论的新形态 

 
牟宗三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文化方案和为人类

意义危机提供“解药”而运思筹划自期的现代新儒家。

新儒家既要为中国开出西方式样的现代民主和科学，

又要超越其庸俗民主和科学神话的困境，这就需要对

传统心性之学作出新颖的诠释，使之能在理论和现实

上更为圆融。这可谓是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工

作的着力点之所在。 
1. 对传统心性论的“内圣”直推“外王”及其偏

重“价值”领域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反思与批评 
牟宗三明确承认中国传统中并没有一个可以称为

“民主”和“科学”的外王之学，中国历来有道统而

无政统和学统，有治道而无政道。他认为这与传统心

性论“内圣”直推“外王”的方式有着根本的关系，

此种“直推”偏重了“价值”领域而无法适应现代社

会，他说道： 
以往二千年来，从儒家的传统看外王，外王是内

圣的直接延长。……修身齐家在这个时代，不能直接

推出治国平天下；不能由内圣直接推出外王，这就显

出现代化的意义。以前从修身齐家一直可以推展到治

国平天下，那就是非现代化[9](254)。 
由内圣直推外王之所以造不成现代化，那是因为

内圣是“超知性”的“圆智”，它与建立在经验和辨解

基础上的现代“外王”(包括逻辑数学和近代意义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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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法律)并不是一个运思路向上的，他分析道： 
道德心灵之“智”，一面收摄于仁而成为道心之观

照或寂照，这个直觉形态或非知性形态是非经验的，

所谓“足不出户而知天下”，即不需通过耳目之官之感

触，亦即其知不受耳目之官之限制，……非逻辑数字

的，不是以思想形态出现，故不需通过辨解的推理过

程，故亦不需逻辑的程序与数学的量度，……此为超

知性之智，此可曰“神智”(圆而神之神)，或曰“圆

智”。凡圆智皆是作用表现，而非架构表现[10](50)。 
西方以智为领导原则，而中国则以仁为领导原则。

见道德实在，透精神实体，必以“仁”为首出。智隶

属于仁而为其用。摄智归仁，仁以养智，则智之表现，

及其全幅意义，必向“直觉形态”而趋(即向“神智之

用”的形态而趋)，乃为理之最顺而必至者。至其转为

“理解”(知性)，则必经一曲折而甚难。此所以自孔

子后，仁一面特别彰显凸出，而智一面，则终隐伏于

仁而未能独立发展也[8](13)。 
在牟宗三的理解中，正因中国传统心性之学表现

了“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是“理性的内容与运用表现”，

它不是西方式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与“理性的形

式与架构表现”，而后者正是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内在思

维基础。中国文化中“智隶属于仁而为其用。摄智归

仁，仁以养智，则智之表现，及其全幅意义，必向‘直

觉形态’而趋”，国人便只能成就“道德的主体”和“艺

术的主体”，成就不了西方式的“思想的主体”和“政

治的主体”，故而不能开出现代化的科学和民主政治、

国家法律。 
牟宗三认为儒家的内圣之学若孤悬于价值世界，

两个世界分而不合，则这显然不符合儒家心性本体遍

润价值与存有两界的题中本义，而儒学作为古今中外

一切哲学中最具哲学特质的“哲学原型”和“德福完

满的”“圆教”的宣示也就无法得到充足证明。在现代

社会中由“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在牟宗三

看来就是儒学之第三期发展即当代发展的任务。 
2. “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发明造成心性论哲学新

形态 
尽管对价值与事实两个世界之间需要沟通融合新

儒者们都有清醒的意识，(如熊十力就提出了由“性智”

发用为“量智”)但毕竟还没有在哲学的高度展开理论

的建构。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如何由牟宗三所说的

“道德的同时亦是形上学的绝对实体”(此“绝对实

体”，牟宗三亦以儒家的“良知”或“知体明觉”名之)
开出“识心之执(感性和知性)”，或者说如何实现从从

“无执的存有论”下开“执的存有论”，从而能充分证

明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的贯通的有效性。 
牟宗三在他的《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把这种转化

的方法论提炼为道德主体的 “自我坎陷”(前此也有

“暂忘”、“暂退”的用法)并作了赋有哲学思辨意味的

表诠： 
由动态的成德之道德理性转为静态的成知识之观

解理性……我们可以说是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自我

否定)：经此坎陷，从动态转为静态，从无对转为有对，

从践履上的直贯转为理解上的横列。在此一转中，观

解理性之自性是与道德不相干的，它的架构表现以及

其成果(即知识)亦是与道德不相干的[10](58)。 

牟宗三指出： 
此步开显是辩证的(黑格尔意义的辩证，非康德意

义的辩证)。此步辩证的开显可如此说明：(1)外部地

说，人既是人而圣，圣而人……则科学知识原则上是

必要的，而亦可是可能的，否则人义有缺。(2)内部地

说，要成就那内部地说的必然，知体明觉永不能永停

在明觉之感应中，它必须自觉地自我否定(亦曰自我坎

陷)，转而为“知性”；此知性与物为对，始能使物成

为“对象”，从而究竟知曲折之相。它必须经由这一步

自我坎陷，它始能充分实现其自己，此即所谓辩证的

开显。它经由自我坎陷转为知性，它始能解决那属于

人的一切特殊问题，而其道德的心愿亦始能畅达无阻。 
知体明觉之自觉地自我坎陷即是其自觉地从无执

转为执。自我坎陷就是执。坎陷者下落而陷于执也。

这一执就是那知体明觉之停住而自持其自己。所谓“停

住”就是从神感神应中而显停滞相。其神感应原是无

任何相的，故知无知相，意无意相，物无物相。但一

停住则显停滞相，故是执也。执是停住而自持其自己

即是执持其自己[5](122−123)。 
正因为不开显出知性则“人义有缺”，而神感神应

的“知体明觉”也自觉地要求自我否定而走向知性之

执，即转变为主客对立的“认知主体”并借以解决“属

于人的一切特殊问题”，“道德的心愿”由是方能圆满。 
牟宗三承认，他所谓良知自我坎陷作为“辩证的

必然性”是以黑格尔关于绝对理念自我异化，不断变

现为自然、人类社会与人类思维的“精神之内在的有

机发展”观为理据的，因而“坎陷”约略相当于黑格

尔哲学中的“异化”。既然是良知本体具有精神实体和

历史精神的普遍性格，而且它们必然要求外在化、客

观化，那么，在人类各个民族国家中“有机地发展”

就不成为问题了，中国文化从良知出发必然会走到“坎

陷”出西方的民主政治与科学的地步，这是良知本体

的内在要求。相同的，西方也必然会在知性文化中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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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向“良知本体”的飞越。知性文化与“识心之执”

必须服从德性优先原则，必须由心性本体与“知体明

觉”对其进行价值范导和意义提撕。即： 
坎陷其自己而为了别以从物。从物始能知物，知

物始能宰物。及其可以宰也，它复自坎陷中涌出其自

己而复会物以归己，成为自己之所统与所摄。……在

行为宇宙中成就了知识宇宙，而复统摄了知识宇    
宙[11](252)。 

相对于道统，坎陷民主与科学只是手段，而非根

本目的，两者仍然是体用、经权、真俗、本末的关系。

人类需要识心之执以发生科学民主，但后者亦需要道

德理性的疏通与提撕。良知向知性文化的“自我坎陷”

与知性文化向“良知本体”的复归，这在牟宗三看来

正是道德理性臻于充实圆满的必然要求，或者是“全

幅人性”全面展开自己的合理表现，两者并不矛盾，

他认为“假如人类同时须要两种东西，它们性质形态

不同，不能互相替代，那么，人类除了让它们以最合

理的方式并行，是别无他法的。”[7](91−92) 
牟宗三以“良知自我坎陷”说打通传统儒学心性

论中所隔阂的两个世界，证立道德的形上学，这正表

现出了现代新儒学基本的发展线索。从儒家思想的内

在立场来看，牟宗三正是继承了心学“心外无物”的

传统，既摄物归心又推心及物，既摄知归心又扩德成

知，堪称证立了儒家圆教的现代形态，为贯通儒学的

“内圣外王之道”疏通思想理路，从而解决了现代新

儒学发展中面临的时代课题。 
 

三、简短的评述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

着说，心、心性、道体、心体、性体的概念都得到了

“保守”并被赋予了道德理性、普遍的精神实体等新

表达。作为牟氏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心性本体同样

是一切价值和一切存在的根源，是只能直觉之不可思

量之的人和宇宙共有的本质，它即体即用，既存有又

活动，遵循“精神之内在的有机发展”的辩证必然性，

既能“自我坎陷”成“知性主体”以成立现代民主科

学，“识心之执”又必要向“良知本体”起一复归以获

得意义安顿，从而思辨地建构起以“无执的存有论”

“执的存有论”相结构的“道德的形上学”，表现了推

进传统心性论新发展的学理特点，因而，从某种意义

说，牟宗三确实是儒家现代心性学理论的系统建构者。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无疑也蕴含了诸多复杂而内

在紧张的问题，限于篇幅，笔者只拟作一个概括的点

明。我们认为，牟宗三心性本体，至少导致有这样几

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辩难批评： 
第一，牟宗三心性论为核心的新儒学，哲学地表

现了对于宇宙世界作整体把握的形而上学迷恋。牟宗

三新儒学坚持将心性的抽象原则放在核心位置，并赋

予其“一切价值之源”和“一切存在之源”的最高实

在的规定，延续着儒家传统的天道信仰倾向。在一个

“拒斥形而上学”的“去魅”时代，如此执著“直觉

之即创生之的”作为“绝对无限者”准神学的“本心”

概念和“内圣”的宰执意义，既表现了其作为儒者对

传统的固守，同样也显得很不合时宜。心性论框架既

然认定心性本体是真理唯一的和最后的根据，万化万

物只有一个来源、一个价值依据和一个内在动力，因

此也就必然导致一元论思想文化的强制性格，由此则

容易造成对多元思想的排斥。如何解决心性论形而上

学的真理权威性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文化的多样性发

展之间的矛盾，是个根本的难题。 
第二，心性论儒学中的“本心”所具有的价值根

源、存在根源的本体特性，在牟宗三看来只能依靠“智

的直觉”来把握。这种“智的直觉”显然是超越感性、

知性的，由此神秘主义的方法论所印证出来的所谓本

性或本心的观念，并不是经验知识所能证实(虽也不能

证伪)的东西，不具有科学真理的意义，因而不具有可

普遍接受与应用的价值，至多不过是一种信仰的“存

在”。包括牟宗三在内的新儒者们以直觉为体，理智为

用，视整个知识领域为低一层次的活动，对知性学问

而言难以有足够的平等对话、和衷共济的气度，这对

知性学问和科学的发展而言，多少是一种阻碍的影响。

而从哲学认识论的思维形式上看，逻辑理智与“智的

直觉”都是高于感性经验和感性直觉的思维方式，二

者处于同等的理性认识地位，二者在不同的领域内有

不同的应用方法，它们是相辅相成而没有任何优劣上

下的属从关系。 
第三，和其他新儒家一样，牟宗三在人性论上一

味乐观地强调“性善”，并以其心性论解释人性论，用

存在论证明性本善，而抱着善良的愿望把人的自我价

值说成是宇宙本体，其实正反映了一种道德中心主义

崇拜症，事实上并不能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也容易

膨胀出余英时所讥刺的“良知的傲慢”和“金字塔尖”

的精英主义人格心态④[12](217−218)，这无疑不适合多元化

时代需要，反“精英文化”或反“精英主义”的声浪

在西方高潮便是这一趋向的明确标志。而与牟宗三等

新儒家人性善论者相比较，现代社会学对于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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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地持一种相对主义的看法⑤[13]，历史唯物论的立

场也告诉我们，美好人性之所以可能也并不需要从某

种先验而至善的绝对心性出发，而是从社会和经济环

境的科学规划与改造出发，去实现对人性趋向善良的

范导。 
第四，牟宗三以“良知自我坎陷”说为“识心之

执”及其支持的民主科学开路，从而沟通价值事实两

界。这虽然表明了儒家的道德理性对产生和发展民主

科学的容忍，是对心性论的一种现代修正方式。但也

正是这种“暂忘”、“中立”、“ 坎陷”，表明民主科学

的产生和发展别有人本意义上的依据与根源而不必隶

属于道德价值，或者说这至少就揭示了价值与事实两

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和规则。而牟宗三念念不忘的

良知的“自我坎陷”与知性文化向“良知本体”的复

归，最多说明了科学与民主需要的是知性思维的发用

并需要给予价值与意义向度的思考而已，但这恰恰在

深刻上暴露了良知本体的有限性和对特定领域问题上

“根据”的失效，揭示了心性本体作为“一切存在的

根源”的绝对性地位的虚弱性，或者说心性本体不是

无限和绝对的，它的失效与虚弱说明其同样是有限而

相对之物。我们认为，理智与直觉是互补关系，其转

化也是在一定领域的一定限度之内，是有条件的。儒

家的心性本体即道德直觉不能“直觉之即创生之”，也

不能直接转化为科学领域内的逻辑理智，即使在社会

领域内道德直觉也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学、法律学的

理论和实践。 
张立文先生在评论新儒家的心性学理论时就指

出，这种内圣心性之学的哲学理论，既不能解决人的

精神惶惑、形上迷失、人生危机，亦不能“直通”或

“曲通”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新外王。“现代科学和民主

是西方之树结出的果实，若把它移植过来，无论是“直

通”还是“曲通”，都可能成为逾淮之桔。因此，必须

寻求中国式的现代化。这种哲学理论与现实实践的脱

离，说明它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与时代精神的呼唤，

不相契合。”[14](84−85)用这段话来总体评价牟宗三的新

儒家心性论同样很适用。 
总之，心性论既是牟宗三创造其现代新儒学思想

的核心命题，同时又对其新儒家思想以致命的束缚，

从形而上学角度强调其心性本体的意义就不可避免地

抹煞经验现实；而从实证主义角度肯定现实则可能导

致对本体的根本否定，从而动摇其整个理论和信仰的

基础，只要不摆脱心性论框架，其表现出来的“唯人

文主义”的“价值一层论”的理论偏失也终究无法得

到克服，而这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一个难于克服的根

本理论困境。 

 
注释： 
 
① 有论者指出：“为了使儒学在现代复兴起来，熊十力一生中所作

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围绕着‘体用不二’原则重建儒家的本体

论系统，奠立现代新儒家思潮的根基。”详见参考文献[2]. 熊十

力的这个“本体”，就是以心性论为核心的义理。天理内在于本

心，本体也就本心。他说：“物各具之心，既是宇宙的心；宇宙

的心既是一一物各具之心。”“唯吾人之本心，才是吾身与天地

万物同具的主体，不可认习心作真宰也。”“即为吾身之主，则

也为之本心。故言此心，实非吾身之所得私也，乃吾与天地万

物浑然同体之真性也。然则反之吾心，而已得天地万物之本体。”

详见参考文献[3]. 
② 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皆持直觉为体、理智为用之论，熊

十力认为，本体不是由经验知识之“量智”认识的，而是由所

谓“性智”对本体的直觉也就是牟宗三讲的“智的直觉”而证

悟的。唐君毅、徐复观亦持相同之论。 
③ 所谓“智的直觉”，康德又名为“理智直觉”，指一种上帝才有、

直觉之即创生之的能力。但康德否认人具有“智的直觉”，不能

达到物自体的观点不同，牟宗三借用这一观念，意在肯定依儒

家传统，人之仁心或良知即具有这种既发生道德行为又“呈现”、

创生存在世界的能力，他称之为“存有论的呈现(实现、创生)
原则”(principle of ontological <creative> actualization)。 

④“良知的傲慢”一词系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论》中首创，他

分析了新儒家们固守传统“道统论”而以现代教主自居的心理

结构和文化做派，指出“新儒家的‘良知的傲慢’是受现代‘知

性的傲慢’的刺激而产生的反应。”详见参考文献[12]。 
⑤ 社会学家肯特利说道：“关于人性方面，没有一样是固定的、静

止的和毫不变更的，我们可以说，人性是没有一种准确的特征

的，我们可以说，它是流动而经常在变化的，……人性之所以

特别表现了某一时期任何集团的特征，是因为有许多情形供这

种集团中的个人教育成长的缘故，唯一能依照我们意志制造人

性的方法，就是在科学方面规划出一种社会和经济的环境来。”

详见参考文献[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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